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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FDI的技术溢出为切入点，利用 1997—2015 年中国制药产业数据，构建可变系数个体固定效应
模型，分析知识产权制度对该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趋严的制度安排直接抑制了内资企业的
技术进步水平，但外资企业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内资企业累积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均可抵消趋严的知识产权

保护对内资药企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在此过程中，以高质量人力资本投入为代表的内源化发展动力开始
发挥显著影响。此结论表明，中国应在有效确保知识专属性与创新回报的基础上，实施适宜的知识产权保
护，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维护研发者的创新动力; 深化对外开放政策，利用高质量的国际人力资源提升产业

技术水平; 进一步加大本土人力资本建设，加强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提高对溢出技术的吸收水

平，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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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技术进步可由自主创新与国外技术溢出实现。对于技术基础相对薄弱

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知识存量不足以及自主创新水平较低，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便成为技术

进步的主要来源［1］。FDI能够产生知识、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高级资产，在加强跨国企业国际竞争
能力的同时，还能凭借正向外部性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技术溢出，帮助其提高生产率水平，促进经济发

展。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升的今天，FDI已成为国际技术溢出与转移的重要渠道之一，越来越多
的国家与地区开始利用各种措施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通过引进、模仿等技术扩散途径达成技术进
步与追赶的最终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不但为中国经济
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由其引发的技术溢出效应更是为创新能力不足的中国本土企业实施“二次创
新”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对先进技术引进、吸收、模仿与再创新的发展模式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了工业
化初期阶段技术发展的“原始积累”。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中国加入 WTO 以后，FDI 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已经超过 10%，这一效应

在制药产业中尤为明显。制药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中发展最为快速的行业之一，同时也是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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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活跃的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外资以合资企业的形式进入中国制药市场。随后，全球最大的跨
国制药公司纷纷在国内投资建设生产和销售实体。外资企业不仅为中国制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
与产品，更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现代化管理理念。近年来，伴随着制药产业国际分工格局的深
化整合，该行业 FDI金额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制药产业接受外资总金额
已超过 447亿元。进入 21世纪以后，外资的投资方式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外药企之间的合作已从最
初设立药品生产加工基地的单一选择向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整体产业链转移，并显示出由产业投资
逐渐向研发投资转移的态势。自 2001年施维雅首先在中国创立研发中心以来，已有 40 余家跨国制药企
业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截至 2019年，ＲDPAC(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 会
员公司已在中国设立 49家工厂、31个研发中心，在中国年均研发投入约 90 亿元人民币。FDI 规模的扩
大使兼具外部性和外溢性特征的外来先进技术成为中国制药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
然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东道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

响因素之一［2］。现有研究多从知识产权制度与 FDI 的关系，以及保护强度变化对 FDI 技术转移的影
响展开。一般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会通过作用于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技
术落后的国家只有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吸引高技术含量的 FDI［3］。不少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证实了上述观点［4 5］。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并不会对 FDI 产生显著影响，专利法强度
与 FDI的水平及变化程度之间不存在连续显著的相关关系［6］，相关法律的设置对特许经营活动或贸
易的影响远大于 FDI［7 8］。还有学者结合其他变量研究了知识产权制度与 FDI 的关系。研究发现，不
论对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都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但此间的影响机

制却存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是通过 FDI 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作用的; 在发达国家，
充当两者中介变量的则是 Ｒ＆D与 FDI，这一结论在高技术产业中尤其显著［9］。也有研究表明，当南方
国家的创新规模比较小时，强化南方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将促进 FDI 流入; 当创新规模适中或比较大
时，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将不利于 FDI流入［10］。
此外，尽管 FDI有利于保证技术的内部性，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东道国的技术转移进程，但跨国公

司的先进技术仍会通过多种渠道，如劳动力的培训和流动［1］、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11］以及逆向工
程［12］等转移到东道国企业。然而，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 FDI 技术转移的影响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
论。有学者认为，适度且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有助于东道国吸引跨国公司增加 FDI 投入的数量
及质量，从而实现技术转移［2，13 15］。另外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观点，例如，对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的实证研究发现，FDI对该行业存在不显著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抑制了此溢
出效应的发生［16］。此外，知识产权保护、FDI 技术转移和东道国自主创新之间存在一定的门槛值，只
有当东道国的模仿能力超过此门槛值，强化知识产权制度才能有效促进 FDI 技术转移，从而推动东道
国的自主创新［17］。还有学者提出，知识产权制度与 FDI 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但如果辅以恰当的人
力资本及技术吸收能力，则有可能增强技术溢出效应［18］。
然而，这些研究仍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目前针对知识产权保护、FDI 与技术溢出相互关系

的讨论尚未达成相对一致的结论。现有研究的结果往往因研究样本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关于强
化知识产权制度是否有利于促进 FDI，进而推动技术进步的论题，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未能
得到充分证实。因此，对一国知识产权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价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展开。从中国的实践
来看，中国政府对《专利法》进行了若干次修订，以期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吸引高质量 FDI 的流
入。那么，知识产权制度对源于 FDI的技术溢出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此影响效应又是如何作用于产
业的技术进步进程的，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形成了本研究的出发点。二是现有研究对知识产权制度与
具体产业技术发展的关系探讨相对较少。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利用知识产权
制度提高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推动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进程，对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将具有

重要意义。制药产业的演进历程与存续现状均反映出当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技
术与资本并重、内资与外资融合、仿制向仿创转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以该产业为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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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够为中国知识产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更为细致的经验证据。此外，知识产权制度的现状是，对
于不同问题不加区别地采用同一种管理方法［19］。这一做法显然忽视了不同产业技术发展特征的异
质性所引发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差异化需求。本文以制药产业为例，拟从 FDI 技术溢出的视角出发，
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是对具体产业技术发展状况与知识产权保护关

系的探讨，也是为针对不同产业实施差异化知识产权保护开展的初步探索，希望能够为相关政策改革

提供更为丰富的决策依据。
二、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方法与模型

本文借鉴 Caves［20］和 Globerman［21］的研究思路，基于内外资企业互动竞争的思想，将外资作为独
立变量纳入一个由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推导出来的回归方程中，即假设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

Gh 由内资企业的资本 Kh、劳动力 Lh 以及外资企业的资本 Kf 共同决定，由此测度外资对内资生产的影

响，进而评价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模型表示如下:
Gh = F( Kh，Lh，Kf ) ( 1)
对模型( 1) 进行微分处理后可得:
ΔGh /Gh = αΔKh /Kh + βΔLh /Lh + γΔKf /Kf ( 2)
( 2) 式中，α和β为内资企业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γ为外资企业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反映了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方向与力度。考虑到技术进步具有累积性、时滞性与外溢性特征，内资企业的技术进
步水平会受到自身技术存量水平以及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水平的影响，对上述模型进行如下改进:

TCHCHh，t = f( x1t，x2t，…，TCHCHf，t，GTCHCHh，t －1，GTCHCHf，t －1 ) ( 3)
( 3) 式中，TCHCHh，t 是 t期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率，x1t，x2t，． ． ．是影响内资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

TCHCHf，t、GTCHCHh，t －1 和 GTCHCHf，t －1 分别是 t期外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以及 t － 1期内外资企业的累
积技术进步。GTCHCHh，t －1 对 TCHCHh，t 的影响反映了内资企业自身技术存量水平对技术进步的作用;

而 TCHCHf，t和 GTCHCHf，t －1对 TCHCHh，t的影响则分别反映了外资当期的技术溢出水平以及前期累积

的技术存量溢出到内资企业，引发技术进步的作用，两者共同体现了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

技术进步的影响。此模型表示，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是由产业内企业的技术积淀以及内外资之间的技
术溢出决定的，同时结合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影响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分为三类: 一是研发投
入强度( ＲD) ; 二是劳动力投入质量( LQ) ; 三是投入要素结合程度( K /L) 。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参数估计时，以模型( 3 ) 为基础，两边取对数，建立基准模型

如下:

lnTCHCHh，t = α0 + α1 lnＲDh，t + α2 lnLQh，t + α3 ln( K /L) h，t + α4 lnTCHCHf，t + α5 lnGTCHCHh，t －1

+ α6 lnGTCHCHf，t －1 + μt ( 4)
( 4) 式中，μt 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既是影响产业技术进步的直接要素，又可以通过作用于外资先进技术的溢出

效应、本土企业技术累积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对本土制药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产生调节作用。因此，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单独项及其与各自变量的交互项:

lnTCHCHh，t = β0 + β1 lnIPＲh，t + β2 lnＲDh，t + β3 lnIPＲh，t × lnＲDh，t + β4 lnLQh，t + β5 lnIPＲh，t × lnLQh，t

+ β6 ln( K /L) h，t + β7 lnIPＲh，t × ln( K /L) h，t + β8 lnTCHCHf，t + β9 lnIPＲh，t × lnTCHCHf，t

+ β10 lnGTCHCHh，t －1 + β11 lnIPＲh，t × lnGTCHCHh，t －1 + β12 lnGTCHCHf，t －1 + β13 lnIPＲh，t

× lnGTCHCHf，t －1 + ηt ( 5)
( 5) 式中，lnIPＲh，t 为 t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自然对数，ηt 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 二) 样本与数据

本文依照《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整体制药产业及其子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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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外资制药企业。制药产业子行业具体包括化学药品制造业、中药制造业与生物药品制造业。在数据
的选取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制药产业技术进步率的测算说明见变量测算部分。研发投入强度以企业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与研发活动全时当量的比表示;劳动力投入质量以 Ｒ＆D人员数表示;投入要素结合程
度以从业人员人均固定资本表示。所需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法律年鉴》、World Bank 数据库，以及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专利统计年报》。由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自发行之后的最初一两年有个别数据缺
失，出于对数据完整性与可对比性的考虑，实证研究区间设定为 1997—2015年。
( 三) 变量测算

1．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本文以 GP指数［22］评价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相对完善程度，并综合韩玉雄和李怀祖［23］、姚利民

和饶艳［24］、沈国兵和刘佳［25］等的研究，进一步设立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指标，选择司法保护水平、行政
保护水平、法律执行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意识与国际监督制衡六项指标作为评价因子( 相关
指标的说明与取值方法如表 1 所示) 。本文假定上述指标贡献相同，执法力度取值为此六项指标取值
的算术平均值，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则定义为立法强度( GP指数) 与执法力度的乘积。

表 1 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测算指标及说明

指标 说明 取值方法

司法保护水平 律师数占总人口比例 ≥5时，取值为 1; ＜ 5时，取值为实际比例除以 5

行政保护水平 宪法设立时间( 知识产权立法时间)
≥100( 30 ) 时，取值 1; ＜ 100 ( 30 ) ，取值为实际时间除以 100
( 30) ; 指标得分为宪法立法与知识产权立法得分均值

法律执行程度 专利纠纷案件结案率 取值为专利纠纷结案数除以专利纠纷受理数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国民收入
≥世界银行中等偏下收入标准的上限时，取值 1; ＜中等偏下收
入标准的上限时，取两者比

知识产权意识 万人专利申请数 ≥10 时，取值 1; ＜ 10 时，取值为万人专利申请实际数除以 10
国际监督制衡 是否为 WTO成员 从入世谈判年开始到加入 WTO按时间顺序由 0 均匀变化到 1

2． 制药产业技术进步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中包含了技术进步的内容［26 27］。本文遵循 Fare et al．［28］的研究思路，采用

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整体制药产业及其子行业中内外资制药企业的技术进步效率进行测算。具体数
据处理如下: ( 1) 以工业销售产值作为产出指标。现行工业统计制度中，工业产值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和工业销售产值三类［29］。相关统计年鉴中工业分行业增加值与总产值数据分别于 2008 年
和 2012年后便不再发布，为了得到具有一致性的统计指标，本文以工业销售产值作为替代，并以 1996 年

图 1 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评价指标测算

为基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定基指数对制药产业及其子行业的工业销售产值进行平减。( 2) 资本投入数
据以永续盘存法计算。首先以 1996 年末的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该年的固定资产存量，并以固定资产投
资价格定基指数平减; 之后各年的固

定资产存量取值为前一年固定资产存

量加上当年平减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

并剔除当年平减后的折旧值。有关固
定折旧率的取值，本文参考单豪杰［30］的

做法。( 3) 以劳动力人数作为劳动力投
入指标，用年均就业人数表示。
三、实证研究
( 一)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算

对中国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与保护

强度的测算结果分别如图 1 和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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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90—2015 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算

年份
立法强度
( GP指数) 执法力度

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

年份
立法强度
( GP指数) 执法力度

知识产权
保护强度

1990 1． 511 9 0． 280 9 0． 424 7 2003 4． 523 8 0． 563 0 2． 546 9
1991 1． 511 9 0． 308 3 0． 466 1 2004 4． 523 8 0． 563 3 2． 548 3
1992 2． 857 1 0． 324 3 0． 926 6 2005 4． 523 8 0． 606 0 2． 741 4
1993 2． 857 1 0． 357 4 1． 021 1 2006 4． 523 8 0． 633 4 2． 865 4
1994 3． 190 5 0． 346 7 1． 106 1 2007 4． 523 8 0． 660 3 2． 987 1
1995 3． 190 5 0． 395 7 1． 262 5 2008 4． 523 8 0． 702 5 3． 178 0
1996 3． 190 5 0． 409 4 1． 306 2 2009 4． 523 8 0． 755 6 3． 418 2
1997 3． 190 5 0． 452 2 1． 442 7 2010 4． 523 8 0． 800 9 3． 623 1
1998 3． 190 5 0． 463 6 1． 479 1 2011 4． 523 8 0． 838 7 3． 794 1
1999 3． 523 8 0． 461 9 1． 627 6 2012 4． 523 8 0． 844 2 3． 819 0
2000 4． 523 8 0． 511 1 2． 312 1 2013 4． 523 8 0． 856 9 3． 876 4
2001 4． 523 8 0． 522 1 2． 361 9 2014 4． 523 8 0． 857 1 3． 877 3
2002 4． 523 8 0． 533 6 2． 413 9 2015 4． 523 8 0． 870 0 3． 935 7

( 二) 中国制药产业技术进步效率分析

本文使用 DEAP 2． 1 软件。中国制药产业及其子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进步效率如表 3 所示。
整体制药产业中，内外资企业的累积技术进步水平均经历一个先减少再增加的过程，但外资企业的增

幅更大。从子行业情况看，除中药制造业中内资企业的累积技术进步水平始终大于外资企业外，化学
药品制造业与生物药品制造业的累积技术进步水平均为外资强于内资。

表 3 中国制药产业及其子行业中内外资企业技术进步率 单位:%

年份
整体制药产业 化学药品制造业 中药制造业 生物药品制造业

外资 内资 外资 内资 外资 内资 外资 内资

1997—1998 1． 202 0 1． 140 0 1． 232 0 1． 238 0 0． 547 0 1． 224 0 1． 210 0 0． 644 0
1998—1999 1． 096 0 0． 919 0 1． 375 0 0． 916 0 0． 672 0 0． 895 0 1． 071 0 0． 902 0
1999—2000 1． 145 0 0． 956 0 1． 085 0 0． 927 0 1． 162 0 0． 952 0 1． 347 0 1． 154 0
2000—2001 1． 146 0 0． 955 0 1． 243 0 0． 945 0 0． 593 0 0． 936 0 1． 328 0 0． 994 0
2001—2002 0． 891 0 0． 893 0 0． 887 0 0． 932 0 0． 761 0 0． 828 0 0． 904 0 0． 821 0
2002—2003 0． 936 0 0． 925 0 0． 996 0 1． 041 0 1． 064 0 0． 915 0 1． 378 0 1． 174 0
2003—2004 0． 991 0 1． 049 0 1． 069 0 1． 088 0 1． 103 0 1． 078 0 0． 442 0 0． 683 0
2004—2005 1． 006 0 1． 124 0 0． 897 0 1． 143 0 0． 952 0 1． 155 0 1． 480 0 1． 268 0
2005—2006 1． 223 0 1． 119 0 1． 327 0 1． 096 0 1． 228 0 1． 207 0 1． 181 0 1． 014 0
2006—2007 1． 119 0 1． 148 0 1． 140 0 1． 138 0 0． 926 0 1． 086 0 1． 274 0 1． 288 0
2007—2008 1． 120 0 1． 034 0 1． 102 0 1． 056 0 1． 433 0 0． 972 0 0． 934 0 1． 023 0
2008—2009 1． 010 0 0． 969 0 0． 941 0 0． 948 0 0． 894 0 0． 942 0 1． 226 0 1． 040 0
2009—2010 1． 123 0 1． 038 0 1． 080 0 1． 000 0 1． 215 0 1． 123 0 1． 009 0 1． 028 0
2010—2011 1． 127 0 1． 118 0 1． 069 0 1． 091 0 1． 243 0 1． 156 0 1． 163 0 1． 191 0
2011—2012 0． 900 0 0． 938 0 0． 892 0 0． 979 0 1． 236 0 1． 110 0 1． 061 0 0． 958 0
2012—2013 1． 077 0 1． 025 0 1． 112 0 0． 978 0 0． 918 0 1． 093 0 0． 910 0 0． 970 0
2013—2014 1． 093 0 1． 055 0 1． 143 0 1． 079 0 1． 000 0 1． 066 0 1． 135 0 1． 074 0
2014—2015 0． 959 0 1． 037 0 0． 914 0 1． 025 0 0． 872 0 1． 046 0 1． 172 0 1． 062 0
2015—2016 0． 956 0 1． 069 0 0． 983 0 1． 065 0 1． 266 0 1． 127 0 0． 765 0 1． 050 0

( 三) 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方法，并运用 Eviews 8. 0 对基准模型与加入交互项后的模型进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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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和 H检验，以确定具体的面板数据模型形式。
1． F检验
F检验的原假设与备择假设分别为:
H0: αi = α，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 真实模型为混合回归模型) 。
H1: 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项 αi 不同( 真实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
根据 F统计量的定义:

F =
( SSEr － SSEu ) /［( NT － k － 1) － ( NT － N － k) ］

SSEu / ( NT － N － k) =
( SSEr － SSEu ) / ( N － 1)
SSEu / ( NT － N － k) ( 6)

( 6) 式中，SSEr 为估计混合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SEu 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根
据计算，基准模型的 F = 12. 39，加入交互项模型的 F = 17. 25。由于 F0. 05( 3，66) 及 F0. 05( 3，60) 均小于基准

模型与加入交互项模型的 F值，因此推翻原假设，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为合适。
2． H检验
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与备择假设如下所示:
H0: 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 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

表 4 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基准模型 加入交互项模型

LnIPＲh，t
－ 0． 071 2＊＊＊

( 0． 444 7)

LnＲDh，t
－ 0． 062 2
( 0． 054 5)

0． 074 4
( 0． 188 6)

LnLQh，t
0． 040 9
( 0． 041 4)

0． 075 6
( 0． 064 8)

Ln( K /L) h，t
0． 035 7
( 0． 033 1)

0． 053 0
( 0． 089 6)

LnTCHCHf，t
0． 306 6＊＊＊

( 0． 066 3)
－ 0． 005 0
( 0． 161 6)

LnGTCHCHh，t － 1
0． 590 0＊＊＊

( 0． 086 1)
－ 0． 051 2
( 0． 226 8)

LnGTCHCHf，t － 1
0． 212 5＊＊＊

( 0． 068 9)
0． 322 1＊＊

( 0． 147 4)

LnIPＲh，t × LnＲDh，t
0． 042 3
( 0． 193 1)

LnIPＲh，t × LnLQh，t
0． 098 5＊＊

( 0． 046 0)

LnIPＲh，t × Ln( K /L) h，t
0． 041 5
( 0． 082 6)

LnIPＲh，t × LnTCHCHf，t
0． 427 6＊＊＊

( 0． 177 9)

LnIPＲh，t × LnGTCHCHh，t － 1
0． 585 4＊＊＊

( 0． 193 9)

LnIPＲh，t × LnGTCHCHf，t － 1
0． 028 1＊＊

( 0． 140 4)
Ｒ2 0． 943 1 0． 966 7

Adj-Ｒ2 0． 935 3 0． 957 6
F 121． 553 1 106． 926 6

D． W． 1． 447 0 1． 733 8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标准差。

H1: 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 个体固定
效应回归模型) 。
根据统计结果，基准模型 Hausman 统计量

的值是 34. 19，相对应的概率为 0. 00，检验结果
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

效应模型。同样的，加入交互项后模型的 Haus-
man统计量的值为 57. 52，相对概率为 0. 00; 因
此对引入交互项后模型的估计也使用个体固定

效应模型。
综合 F 检验与 H 检验的结果，选择可变系

数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作为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对

式( 4) 和式( 5) 进行估计。
3． 计量分析结果
表 4 为基准模型与加入交互项后模型的面

板数据回归结果。
根据基准模型，在未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强

度的情况下，研发投入强度、劳动力投入质量以
及投入要素结合程度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

明在中国内资制药企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上述

内源化发展动力的作用并不显著，其技术进步

的实现更多依赖于自身的技术积淀，以及外资

企业的技术溢出。其中，当期外资的技术进步、
滞后一期的内资累积技术进步，以及滞后一期

的外资累积技术进步对当期内资企业技术进步

的贡献分别为 0. 31、0. 59 和 0. 21，且都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加入交互项后的模型统计结果显示，知识产

权保护强度的提升直接抑制了本土制药产业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这一影响效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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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证实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影响该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至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否能够通
过调节相关变量对内资制药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这里将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劳动力投入质量的交互项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随着本土人力资源投入水平的提高，知识产权强保护对内资制药企业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将

被抵消。内源化发展动力开始作用于本土制药企业的技术进步，而这一转变是伴随着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的增加显现的。
二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当期外资技术进步的交互项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与滞后一期的外资累积技术进步的交互项系数则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知识产权保护
强度的提升会阻碍内资药企技术进步的水平，而随着外资药企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由保护强度提升

而引发的这种降低效应被削弱，即外资制药企业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可以抵消趋严的知识产权保护

对内资制药企业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 或者说外资药企的技术进步提升了内资制药企业的技术进步，

而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这种促进效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滞后一期的内资累积技术进步的交互项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内资企业累积技术进步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化对内资企业技术进
步水平的阻碍效应被减弱，即内资制药企业累积技术进步水平的上升可减少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内

资制药企业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作用。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基准模型 加入交互项模型

LnIPＲh，t
－ 0． 626 7＊＊＊

( 0． 724 8)

LnＲDh，t
－ 0． 089 7
( 0． 061 4)

0． 013 8
( 0． 217 2)

LnLQh，t
0． 042 0
( 0． 046 4)

0． 177 2*

( 0． 108 0)

Ln( K /L) h，t
0． 052 7
( 0． 038 3)

0． 148 4
( 0． 125 0)

LnTCHCHf，t
0． 289 6＊＊＊

( 0． 072 7)
－ 0． 061 2
( 0． 186 1)

LnGTCHCHh，t － 1
0． 565 3＊＊＊

( 0． 095 2)
－ 0． 152 0
( 0． 287 1)

LnGTCHCHf，t － 1
0． 224 1＊＊＊

( 0． 075 0)
0． 249 9＊＊

( 0． 183 5)

LnIPＲh，t × LnＲDh，t
0． 079 5
( 0． 222 0)

LnIPＲh，t × LnLQh，t
0． 177 5＊＊

( 0． 090 4)

LnIPＲh，t × Ln( K /L) h，t
0． 036 9
( 0． 113 7)

LnIPＲh，t × LnTCHCHf，t
0． 480 4＊＊

( 0． 208 1)

LnIPＲh，t × LnGTCHCHh，t － 1
0． 711 9＊＊＊

( 0． 262 0)

LnIPＲh，t × LnGTCHCHf，t － 1
0． 134 0＊＊＊

( 0． 188 3)
Ｒ2 0． 950 1 0． 970 5

Adj-Ｒ2 0． 941 8 0． 959 7
F 114． 270 9 89． 995 6

D． W． 1． 504 1 1． 829 9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标准差。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减少整

体大样本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制药产

业总样本，仅以化学药品制造业、中药制造业与
生物药品制造业这三类子行业作为研究样本，

采用同样的筛选规则和分析方法，考察知识产

权保护对制药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结果

见表 5。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虽然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直接抑制了中国制药产业技术进步水平的

提升，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却能够通过调节相

关变量对内资制药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结论与上述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视角，

考察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变革对中国制药产

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直接抑制了中国制药产业技术进步

水平的提升，但外资企业技术进步水平的加强

可抵消趋严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内资药企技术

进步的负面效应。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
在于，严格的制度保护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投资

环境，吸引更多高技术含量的外资流入中国，

内外资之间的人员流动效应、竞争效应、示范
效应，以及广泛存在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活动，

间接促使中国本土企业提升技术进步水平。
内资企业累积技术进步水平的增加亦可削减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内资制药企业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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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影响作用。在此过程中，以高质量人力资本投入为代表的内源化发展动力开始发挥显著
影响①。
制药产业的发展现状体现了中国相当一部分高技术产业在转型期的典型特征，即技术与资本并

重、内资与外资融合、仿制向仿创转型。本研究就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对此类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
进行了探讨，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新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已逐渐上升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加快技术进步进程。因此，中国有必要参照日本、韩国等国家
的经验，确保知识的专属性与创新回报，实施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维护研发者

的创新动力。同时，也不能脱离我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避免知识产权保护产生太强的垄断势
力，造成市场扭曲与资源配置失衡。
第二，深化对外开放政策，鼓励拥有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的跨国公司与研究机构在中国设立研发

基地，将中国由制造基地转变为国际性研发设计营销平台。促进内外资企业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国际
人力资源，吸收专家与技术人员到我国从事研发、生产与培训的工作，积极培育本土人力资本，并通过
人员培训与流动加快我国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过程，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充分发挥技术溢出的正向

影响。
第三，当前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与实际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存在脱节，人才培养、教育体制与管理模

式均缺乏灵活性与创新性，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开放环境中助长了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

失。因此，中国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建设的重视程度，提升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存量与增量，全
面发挥教育在调节与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方面的重要功能。通过设立健全的人才激励机制，加强本土企业
的自主研发与创新能力，提高对溢出技术的吸收水平，促进技术进步，为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奠定坚实

基础。
今后，可将其他类型行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知识产权制度对具体产业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产

业技术进步受知识产权制度影响的区别，发现异质性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差异化要求，为针对具有

不同技术发展特征的产业实施差异化的知识产权管理政策，最大化提高各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提供

经验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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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 f Intellectual Property Ｒight System on Technology Progres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China :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FDI Perspective
FANG Zhongxiu1，WANG Haisu2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from FDI，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
ty right ( IPＲ) system on technology progres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y constructing a variable coefficient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from 1997 to 2015．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tricter IPＲ
system directly plays a negative role in promoting technology progress of domestic enterprises，however，both the promo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technology progress and domestic enterprises’accumulated technology progress can offset the negative in-
fluence of strengthening IPＲ protection on technology progress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During this procedure，endogenous mo-
tive force of development，such 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begins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The paper comes up with the fol-
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appropriate IPＲ protec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specificity and re-
turn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maintain innovative impetus of develop-
ers． Secondly，the opening-up policy should be deepened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be promoted by making good use of quali-
fied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Thirdly，local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urther to advance the a-
bility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local firms and prompt technology progress as well as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IPＲ system; technology progress;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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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genous Innovation Efforts，Space Spillover and
High-tech Industr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University Know ledge Flow
WANG Xiaohong1，ZHANG Shaopeng1，ZHANG Ben2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1，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 Today，high-tech industri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18，the article uses the spatial Dubin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high-tech industry innovation perform-
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 (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ce spillover effect i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 2) Endogenous innovation efforts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high-tech industry innovation perform-
ance． (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y-university knowledge flow and the inno-
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industries，and i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promotion of endogenous innovation efforts on the in-
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industries． ( 4 ) The robustness of the main regression results is verified by replacing the
main variables and combining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and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research
based on the three regions of the east，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main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this，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from both Ｒ＆D funding and Ｒ＆D personnel． At the same time，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construction of a col-
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 between industry and universities，improve regional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ies，
and lay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industries．

Key words: high-tech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dogenous innovation efforts; knowledge flow in industry-uni-
versity;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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